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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对新中国外交研究近况

张清敏　　　

在美国 ,对新中国外交的研究一直是汉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

分。改革开放以来 , 对新中国外交的研究更是一个重点和热点。

本文根据 90年代美国出版的研究中国外交的成果 ,尝试对美国对

中国外交的研究近况和发展趋势作一介绍 ,以期对我们的中国外

交的研究有所启示。①

一、回　　顾

从新中国成立到 60年代末期 ,研究中国外交的西方学者大体

① 本文题中所指的美国 ,不仅仅指美国学者在美国发表的研究中国外交的成果 ,也包

括美国学者在美国以外 (如在伦敦的 Chi na Quaterly 上)发表的关于中国外交的成

果 ,还包括英国学者 Michael Yahuda、中国台湾的石之喻、在新加坡任职的中国人

鲁宁 ,以及其他一些在中国出生成长 ,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接受教育而今留在美国

从事教研的学者。由于他们的成果在美国用英文发表 ,所以把它们暂且归为以美

国为依托的新中国外交研究。



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流派 :传统或历史学派、毛泽东思想或共产主义

意识形态学派、现实主义或理性行为主义学派。①传统派 ,主要是

一些历史学家 ,强调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和理解新中国的外

交政策 ,认为中国的外交行为是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观念

和对西方的看法所决定的。如费正清的《中国的世界秩序》和马克

·曼考尔 (Mark Mancall)的《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》等 ,都是从这

一角度去理解和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的。②

如果说传统学派强调中国外交的连续性 ,那么毛泽东思想学

派则强调中国外交与传统的变异性。中国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

后 ,一些学者开始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外交政

策的渊源 ,或者将毛泽东思想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行为准

则。后者还试图表明新中国外交既与中国的传统不同 ,又与传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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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马克思主义有别 ,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形成于中国革命年代的

一些思想对中国外交的重要影响。如“人民战争的思想”,毛泽东

的“矛盾论”以及“统一战线思想”等。代表包括施瓦茨 (Benjamin

I. Schwartz)的《共产主义与中国 :变化不定的意识形态》,梅斯纳

(Maurice Meisner)的《毛的中国 :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和阿姆斯特

朗 (J . D. Armstrong)的《革命外交 :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

主义》等。①

现实主义或理性行为主义流派与前两个流派有所不同。前两

派都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特殊性 ,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中国与其

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 ,其外交政策也受到国际体系的影响和制约 ,

其目的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全。这一学派与在冷战高峰时期在西方

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学说是紧密相连的。该派不赞成中

国总是以自己特有的历史眼光 ,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

看待世界 ,决定外交政策的。较突出的代表是惠廷 (Allen Whit2
ting) 。他在《中国跨过鸭绿江 :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》中 ,通过对

公开材料和政府声明的研究提出 ,中国参加朝战的目的是为了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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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国家的安全。①这与当时受到前两种流派的影响 ,普遍流行的中

国参加朝战源于其好战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保持周边安全的传

统观念说法有很大的不同。惠廷后来对他的这一研究进一步改

进 ,发展和推广了研究中国外交的现实主义方法 ,并于 1975年出

版了《中国人深思熟虑的威慑》。②他通过对中国多次对外使用武

力的实例研究提出 ,中国对外使用武力主要是反应性的 ,防御性

的 ,完全是为了威慑的目的 ,这一行为特征在中国数次对外军事行

动中都是一致的。

惠廷的方法和视角此后影响了研究中国外交的主流。特别是

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美关系的改善 ,利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研

究中美苏三角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研究的热点。③从新中国成立到

这一时期 ,对中国外交进行的研究跨度时间长 ,范围广 ,成果多。

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:将中国当作一个单一的行为主体

(monolithic unitary actor) ,要么受传统的影响 ,要么受共产主义思

想的影响 ,要么受国际战略格局的制约而采取理性的计算制定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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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政策。但是 ,这些研究的大多数都是粗线条的 ,没有将在特殊的

环境下和对特别敏感问题的特别政策 ,以及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

的影响考虑在内。

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派别之间的武斗引起西方学者

对中国政治的关注。在一些学者将研究方向投向中、美、苏三角关

系的同时 ,另一些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也试图从国内寻找影响中

国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。他们试图利用红卫兵大字报以及造反派

们所披露的材料来捕捉中国外交决策层就中国外交政策进行的所

为“战略辩论”。①但是 ,这些所谓的“派别研究学派 (factionalists)”

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 ,甚至没有被学术界很好地接受 ,特别是随着

研究的深入 ,没有新的证据证明他们苦心搜集材料所试图证明的

有关中国外交的派别斗争的确是存在过的 ,并对中国外交产生了

影响。正如外交史专家韩德 ( Michael Hunt )所说的那样 ,“这一

(派别)模式告诉我们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和告诉我们的关于他们

(那些运用派别模式的学者)的信息一样多。”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揭

示关于中国外交更多的东西。②

二、外交政策分析理论

外交政策分析理论 (早期又叫比较外交政策)是研究外交政策

如何制定的理论 ,属于政治学的一个分支。正如一位从事该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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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的学者所说 ,“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 ,但

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性在于他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 ,对从个人

到国家 ,再到 (国际)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 ,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

都结合起来”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制定。①罗森诺 (James Rosenau)称

之为“跨学科的”“没有边界”的学科。②有关外交政策研究分析的

理论从 1952年斯耐德 ( Richard Shyder)等发表《决策作为研究国

际关系的一个方法》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 , ③其理论发展和研究

群体的扩大已经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一个重要的

学科 ,用这些学者自己的话说 ,“外交政策分析已经进入第二代并

朝第三代迈进。”④

被称作“比较外交政策”的第一代学者 ,试图抛弃传统的描述

性研究 ,以建立一种简单的解释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。这些理论

或提出建立一种普遍的使用于所有国家的比较外交政策理论 ,如

罗森诺的《对外交政策的科学研究》一文成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

代表 ,至今影响不衰。⑤斯耐德提出 ,“解释一个国家为什么采取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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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行动的关键在于其决策者对环境的判断。”“对形势的判断”又取

决于决策机构内部成员的关系 ,他们存在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,以及

决策者个人的个性、价值观念和认识等 ,因此 ,对外交政策的研究

需要结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和成果。这种将

国家决策机构和决策者像对机器一样分解开来研究外交政策决策

的“各个部件”的方法 ,与传统的将国家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追求国

家利益的行为体有很大的区别。①斯布罗特夫妇 ( Harold and Mar2
garet Sprout)则提出对相对于决策者“行为环境 (operational mil2
lieu)”的“心理环境 (psychological millieu)”的研究对理解和认识外

交政策的制定 ,打开制定外交政策“黑匣子”是至关重要的。这种

方法要求将外交政策制定者个人的生长环境和信仰系统作为外交

政策研究的核心。②这一派后来发展成为对决策者的个性、信仰、

认知过程等个人因素进行研究的政治心理学派。

第一代的外交政策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外交政策研究的

基本概念 ,大多采用行为主义的方法 ,通过搜集资料 ,对之量化 ,检

验各种对外交政策的假设 (hypothesis) 。但是 ,这一代外交政策研

究学者主要依赖对美国外交的研究 ,较少对其他国家外交政策进

行研究。尽管如此 ,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将比较外交政策所常用的

“行为主义 (behaviorism)”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

究中 ,如代尔 (Roger L . Dial)主编的《发展中和争论中的对中国外

交政策的研究》和保罗 (Davis B. Borrow)等的《理解中国外交政策

·54·美国对新中国外交研究近况

①

② Horold and Margeret Sprout , Man2Milieu Relationship Hypothesis i n the Context of

International Politics ( Princeton 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, 1956) .

Snyder , Decision Maki ng , p . 65.



决定》等。①但如前所述 ,由于这一时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普

遍强调的是中国的个性 ,而外交政策分析理论更多则是以美国外

交为中心 ,因此这些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。

70年代 ,随着国际上新情况的出现 ,新自由主义的抬头 ,一些

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更多地将研究重点投向国内 ,强调国际问题和

国内问题的联系 ,一些比较外交政策学者日益将目光转向对非美

国外交决策的研究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地区和国别研究逐渐结

合起来。外交政策分析理论随之日益丰富 ,范围也日益扩大 ,从事

这一领域研究的人数也迅速增加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“百花齐

放”局面。②一些学者为了显示他们与第一代比较外交政策研究

学者的不同 ,将比较外交政策研究改称为外交政策分析。特别是

国际关系理论对冷战结束方式预测的失败促使外交政策分析学者

提出需要对国际关系理论重新思考。他们认为要理解和把握现代

国际关系和现实世界 ,就必须研究组成国家的集体行为 ,而不是将

民族国家当成独立的行为体进行研究。他们自豪地说 ,外交政策

分析正是研究人类集体行为的 ,既能弥补一般国际关系理论之不

足 ,又避免了地区研究学者没有理论指导的缺憾。③他们主张国际

关系理论与地区研究的结合 ,更多地强调方法的多样性、外交政策

因素的多原性、分析的多层次性、跨学科性、决策的偶然性和决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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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的偶然性。①在这种情况下 ,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

将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外交的研究 ,而一些从事外

交政策分析的学者则利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或检验其理论的

使用性 ,提出新的模式。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和中国外交政策的研

究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。

三、美国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新趋向

中国改革开放后 ,成为国际社会日益活跃的成员 ,外交关系也

朝着新的和不同的方向发展 ,对主要是以美国外交研究为依托的

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挑战。正如金淳基 (Samuel Kim)

所说“中国的对外关系朝着新的和不同的方向发展 ,中国的外交政

策今天是如此纷繁复杂的 ,斑驳多样 ,灵活而难以驾驭 ,对其进行

任何清晰的概括或预测都是不可能的。”②这种复杂性不仅对美外

交政策分析理论提出了挑战 ,而且使任何想对当代中国外交有一

个整体把握变得 ,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,相当困难。因此 ,大多研

究者将对中国外交的研究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方面 ,从而使中国外

交的研究深入化。而这种深入化的研究几乎涉及中国外交的各个

方面 ,使呈现以下特点 :

(一)全面化 ,系统化

虽然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 ,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在中国外

交的研究中仍然占很重要的比例 ,有很多的研究成果 ,中国与苏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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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Samuel Kim ed. , Chi na and the Worl d : Chi nese Foreign Relations i n the Post2Col d

W ar Era , 3rd ed. (Boulder : Westview Press , 1994) , p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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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俄罗斯) 、日本、欧洲国家、第三世界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研究

中的一个重要内容。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拟将此作为主要内容。

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 ,在国际上发挥作用越来越大 ,活

动范围越来越广 ,中国与阿拉伯国家、非洲国家、东南亚国家、两个

朝鲜的关系也成为研究对象。除了双边关系外 ,对一些具体问题

(issue2oriented)的研究也有一些突出的成就 ,如对中国解决领土纠

纷行为、外交谈判的技巧和特点、对外经济关系、对外军事政策和

军品销售和采购、与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、人权政策、民族特性

和国家统一 ,以及环保领域的对外合作等都有系统的研究 ,并有不

少成果。罗斌逊 ( Thomas W. Robinson)和沈大伟 (David Sham2
bough)的《中国外交政策 :理论与实践》和金淳基的《中国与世界》

的三个版本不仅涵盖了中国与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关系 ,而且

对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国际合作、谈判以及经济行为的特

点、人权、军事、环境等都有研究。加夫 (John W. Garver) 在从中

国外交的历史与前景、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 ,以及中国的革命外

交与经济外交等角度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。

(二)对影响中国外交决策因素研究的层次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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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全面研究中国与这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外交关系的代表有 Robinson and Shambaugh

eds. , Chi nese Foriegn Policy : Theory and Practice ; John W . Garver Foreign Rela2
tions of the Peopleπs Republic of Chi na ( Prentice Hall : Englewood Cliffs , 1993) ;

Samuel Kim ed. , Chi na and the Worl d : New Di rections i n Chi nese Foreign Rela2
tions , 2nd ed. (Boulder : Westview Press , 1989) ; Chi na and the Worl d , 3rd ed. ;

Chi na and the Worl d : Chi 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 um , 4th ed.

(Boulder : Westview Press , 1998) ; Andrew J . Nathan & Robert S. Ross , The Great

W all and the Em pty Fort ress : Chi naπs Search f or Security ( W. W. Norton & Com2
pany , 1997) ; Denny Roy , Chi na Foreign Relation (Lanham : Rowman & Littlefield

Publisher , Inc. , 1998) .



传统对外交政策的研究都是采取一个层次的研究方法 ,即把

国家当成一个统一的行为主体。而外交政策分析则讲究从不同层

次上分析研究影响和决定外交政策的因素。至于这种分析应该从

几个层次上展开 ,不同的学者有不同主张。沃尔茨 ( Kenneth

Waltz)在他的经典著作《人、国家和战争》中提出从三个层次———

个人、社会和国际体系分析战争的起源。但后来他更多地将注意

力集中在国际体系的影响上。①辛格 (David Singer)强调在国际体

系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的平衡分析。②帕特曼 ( Robert Putman)后

来提出著名的“外交与内政两个层次游戏的逻辑。”③罗森诺将可

能影响外交政策的潜在的决策因素划分为五类———外部因素、国

内社会因素、政府结构因素、政策的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

个人因素 ,据此他提出了“如果⋯⋯就”设想 , 即根据国家大小、发

达与不发达 ,开放与封闭等三种因素 ,国家可以分为 16类 , 在每

一类国家 ,这五类因素将按不同的顺序发生不同的作用。④杰维斯

(Robert Jervis)从四个层次分析外交政策———外交决策过程 (个

人) 、政府、国家特性和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环境。他则把研究重点

放在决策者个人的信仰、经历、信息处理过程 ,特别是领导人基于

成长经历所产生的看法 (perception)和误解 (misperception)对外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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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 Rosenau ed. , The Scientif ic S t udy of Foreign Policy , pp . 95 - 151.

Robert Putman ,“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: The Logic of Two2Level Games ,”

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, Summer 1998 , Vol. 42 , No. 3.

David J . Singer ,“The Level of Analysis :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,” The

International System : Theoretical Essays , eds. , C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

( Princeton 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, 1961) .

Kenneth N. Waltz , Man the S tates and W ar ( New York : Columbia University

Press , 1959) ;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( Reading , Massachusetts : Addson2
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, Inc. ,1979) .



政策的决策结果的影响。①赫尔曼 ( Richard Hermann)等将所有影

响外交政策的因素分为七类———政治领导人的个性、决策结构和

过程、政府机构的特点、民族和社会的特性、国家关系格局的特性、

一个国家历史环境和以前的外交行为、国际和国内形势转换过程

的特点等。②

以前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以及目前中国描述性的外交史的

撰述大都采取从一个层次上分析方法。而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则强

调多层次地研究外交政策决定因素。因为在理论界没有一致的观

点 ,西方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也就因每一个学者的特长和

喜好侧重于不同的层次。如罗斌逊和沈大伟主编的《中国外交政

策》在结构上虽然将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因素分为国际体系和国内

因素两部分 ,但又将国内因素部分归属于个人层次的认识 (percep2
tion)和意识形态 ,属于政府层次的精英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传统因

素分别列为一章 ,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。既是采取描述和评论性

的研究 ,如何汉理 ( Harry Harding)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是从国际的 ,

地区的 (台湾) ,国内和双方对对方的看法等四个层次上进行研究

的。③沈大伟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则从全球、社会和政府三个层次 , ④

罗斯 (Robert Ross)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则采取“两个层次游戏”的方

法 ,不仅研究两国关系的互动 ,而且将同样的力度放在中美双方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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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 David Shambough ,“Patterns of Interaction in Sino2American Relations ,”Chi nese For2
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.

Harry Harding , A Fragile Relationship : the U nited S tates and Chi na si nce 1972

( Washington D. C. :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, 1992) .

East et al. , eds. , W hy N ations Act , pp . 22 - 23.

Robert Jervis , Pers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 i 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( Princeton , N.

Y. 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, 1961) , esp . chapter I.



自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。①赵全胜的《解释中国外交政策》

则从国际、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上采取宏观和微观相联系的方法

分析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特点。②总而观之 ,近年来西方对中国

外交的研究在四个层次上的成就尤为明显———个人、社会、文化和

政府 ,尽管他们在大的层次上都属于国内因素。

(1) 个人层次的研究显示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和特定国家的

认识影响到中国对该国的政策。这些学者的研究体现了政治学和

心理学的结合。他们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概念、理论框架来探讨中

国人的看法 (perception)对中国外交的影响。突出的代表是罗斯

曼 ( Gilbert Rozman)的《中国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争论 , 1978 -

1989》,惠廷的《中国眼中的日本》以及沈大伟的《美丽的帝国主义 :

中国对美国的看法 1972 - 1990》。③他们根据政治心理学家所提出

的 ,如果不了解一个行为者对自我形象和对外界世界形象的认识 ,

那么就不能理解 ,也不能判断其行为的主张 ,以一些所谓的“内部

材料”和对一些人物的采访为依托 ,探讨发掘中国知识界对对象国

的看法。罗斯曼从中国学者自 1978年到 1985年有关对苏联社会

主义性质的辩论来分析中国对苏联认识的变化 ,以及这种变化对

中国对苏政策的影响。沈大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,利用在中国学

习和工作的机会 ,采访了 160多位中国学者 ,研究中国的“美国观

·15·美国对新中国外交研究近况

①

②

③ Gilbert Rozman , The Chi nese Debate A bout Soviet Socialism , 1978 - 1985 ( Prince2
ton : 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 , 1987 ) ; Allen S , Whitting , Chi na Eyes Japan

(Berkeley 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, 1989) ; Shambough , Beautif ul I m perial2
ist .

Quansheng Zhao , Interpreti ng Chi nese Foreign Policy : The Micro2Macro L i nkage

A pproach (Oxford , Hong Kong and London 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, 1996) .

Robert S. Ross , Negotiati ng Cooperation : The U nited S tates and Chi na 1969 -

1989 (Stanford , California : Standfor University Press , 1995) .



察家 (American watcher)”对美国认识的变化。他提出 ,“由于中国

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来分析像美国这样的特殊国家 ,”

“这些美国观察家对美国的理解是很肤浅的。”①惠廷则在中日两

国进行了采访 ,探讨中国知识界和公众对日本的看法。他指出中

国对日本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 :一是消极的看法 ,即日本在历史

上曾对中国进行过野蛮的侵略 ,现在仍然是对手 ;另一个是积极的

看法 ,即日本的发展模式可以学习 ,并希望成为经济大国后的日本

能够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。这两种互相矛盾的看法一直没有完

全 ,或圆满地协调 ,加剧了中日两国间从 1982 - 1987年的紧张关

系。惠廷早期曾开创了以现实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先

河 ,但是这次他却一改其原有的研究方法 ,提出毛以后的中国外交

政策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。他极具说服力指出

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广泛存在的对日本的不了解、误解、错误

认识和不信任。这些和日本政府一些官员具有挑衅性的言论都阻

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。惠廷第一次把公众舆论———或者是关

心中国外交的舆论 ,如中国主要城市的大学生们所表现出的舆论

———纳入到对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研究 ,产生了颇大的影响。

1999年又由一些在中国成长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,如今又都在

美国任教的学者 ,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《在龙的眼

里 ,中国观看世界》,系统探讨了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国家利益、人

权、多边主义、武器扩散、美国、台湾、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与美国的

贸易关系等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观点。②这些研究都试图从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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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. ,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, Chi na V iews the

Worl d (Lanham : Rowman & Littfield Publishers Inc. 1999) .

Shambough , Beautif ul I m perialist , pp . 279 , 283.



人层次研究认知对中国外交的影响。

(2) 文化层次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

影响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内容。研究政治文化对外交和国

际关系的影响是建构主义的主要内容 ,是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

系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。① 从某种程度上说 ,研究中国传统文化

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与早期的 ,如费正清等强调中国历史传统对中

国外交影响那一批学者有一定的连续性。例如金淳基指出 ,“中国

现在的扩军政策与即将来临的军事威胁有很少关系 ;它所反映的

是一种一个世纪的民族屈辱感所带来的‘战略文化’。”②具有悠久

历史的中国 ,不同时期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 ,它们是如何影响当

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呢 ? 不同的学者选择了不同时期作为研究对

象 ,来探讨对中国外交的影响。石之喻 (Chih2yu Shih)在《中国外

交政策的精神 :一个文化心理学的观点》中认为 ,尽管环境不断变

化 ,传统的信仰体系 ,如儒教、道教和佛教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

主要源泉。作者提出 ,从清朝的李鸿章 ,到民国的袁世凯和蒋介

石 ,再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,直到当今实行改革开放

的邓小平 ,中国外交行为的特点都可归因于一个因素———都是为

了“挽回面子 (face2saving) 。”他的另一本从心理文化角度探讨中国

外交政策渊源的书———《中国的正义世界 :中国外交政策的道德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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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Kim ed. , Chi na and the Worl d , 3rd ed. , p . 14.

Martin W. Sampson III ,“Cultural Influences on Foreign Policy ,”New Di rections i n

the S t udy of Foreign Policy , eds. , Charles Hermann et al. (Boston : Allen & Unwin ,

1987) ; Valerie M. Hudson ed. , Cult ure & Foreign Policy (Boulder , Colorado :

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, 1997) . 从某种程度上说亨廷顿的“文明冲突论”及其所

产生的影响绝非偶然 ,而是整个研究趋势的产物。亨氏的“文化冲击波”影响到“此

后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吸取了文化研究的观点 ,作为考虑的变量之一。”见俞新天 :

“美国的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综述 ,”载《太平洋学报》1999年第 1期 , 第 39页。



则将文化因素引入到对中国与主要国家关系的分析。①约翰逊 (A .

I . Johnson)的《文化现实主义 :战略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大战略》

则从中国古代的《吴子兵法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魏老子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六

韬》、《唐太宗问对》、《孙子兵法》等中国有关军事战略的典籍中寻

找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文化渊源。②韩德的《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

的起源》则把研究重点瞄向近代中国历史 ,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

的革命历史 ,探讨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根源。③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

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对一些具体问题 (如中国的统一问题和中国对

和平的认识等)的外交政策。④这些研究都揭示了中国外交的传统

文化渊源。

(3) 国内社会政治层次的研究探讨了国内政治对中国外交的

影响。外交是内政的延续。中国国内因素或社会政治因素对中国

外交的影响 ,近年来也一直是研究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。一个学

者引用一位到中国内地旅行的美国人的说法来说明这一点 :“考虑

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,很难想象未来的中国政府向外发动战争

而不遭到中国国内的反对 ,因为没有一对父母愿意将自己唯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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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 Lawence C. Katzenstein ,“Change , Myth , and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,”Rosita

Dellios ,“‘How May the World Be at Peace ?’: Idealism as Realism in Chinese Strate2
gic Culture ,”Cult ure & Foreign Policy .

Michael H. Hunt , The Genesis of Chi nese Com m unist Foreign Policy ( New York :

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, 1996) .

Alastair I. Johnson , Cult ural Realism : S t rategic Cult ure and Grand S t rategy i n

Chi nese History ( Princeton 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, 1995) .

Chih2yu Shih , The S pi rit of Chi naπs Foreign Policy : A Psychocult ural V iew ( New

York : St . Martinπs Press , 1990) ; Chi naπs J ust Worl d : The Morality of Chi nese

Foreign Policy (Boulder , Colorado :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, 1993) .



孩子送上战场。”①李侃如在 80年代的研究中 ,曾根据对中国历史

文化和使中国现代化的态度 ,将中国领导人划分为三个主张群体 :

本地主义者 (或排外主义者 nativists) ,有选择的现代化者 (electic

modernizer)和全面现代化者 (all2round modernizer) 。三种意见之

间权力的分配和转变影响中国的国内政治 ,进而影响中国的对外

政策。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,国内和国外的联系更加密切 ,内政

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更引人注目。有学者专门研究改革对中国外交

的影响 ,如西格尔 ( Gerald Segal)主编的《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改

革》分析了中国在意识形态、政治、经济、国防、外交政策机构等领

域的改革对中国与美、苏、日、欧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。③

迈克·斯万 (Michael D. Swaine)在《中国 :国内变化与外交政策》中

探讨了中国国内领导层、社会层和知识分子层次的发展变化对中

国外交的影响。④布坎曼、金淳基主编的《世界与中国》的前三个版

本中有关中国国内因素一章 ,分析了作为中国外交国内渊源的中

国领导特点、政治和经济体制等对外交的影响。⑤甚至有些看似荒

诞离奇 ,但仔细思考又不无道理的研究将中国的人口过剩 ,男女比

例失调 ,单身汉的过多可能对中国国内安全的影响 ,也作为研究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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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中国外交国内因素的内容。①

(4)决策机制和过程层次的研究表明中国决策层绝非单一的

行为体。官僚政治模式是西方研究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个流行的模

式。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利益是不确定的 ,而是由制定政策的不同

机构或不同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在政府内部争斗 ,经过讨价还价 ,最

后达成妥协形成的。外交政策是这种政治争斗的结果。②运用这

一模式需要掌握大量详细的一手材料 ,才能了解和确定不同的机

构和个人在某一政策上所持的观点。王缉思在谈论国内对中国外

交研究时提出 ,“关于研究客体即中国外交 ,尤其是其决策过程及

运作过程 ,原始资料匮乏 ,难以对其建立理论分析框架 ,这与对西

方国家外交政策进行研究不可同日而语。”③ 其实这也是西方学

者研究中国外交所遇的难题。也正因为如此 ,对中国外交政策决

策的研究也就特别敏感、诱人。早在 80年代中期 ,鲍大可曾在采

访大量中国政府官员 (包括一次对当时中国总理的采访)和学者的

基础上 ,第一次描绘了中国外交的决策机构全图 ,包括党和政府机

构、军队和情报机构 ,新闻、高校和研究机构等。他还第一次披露

出中国外交的决策已经从政治局转移到书记处和国务院。④十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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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过去了 ,尽管情况有了很大变化 ,没有人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上有

大的突破。进入 90年代 ,西方学者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以图对中

国外交决策的机制和过程有所了解。赵全胜在《解释中国外交政

策》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化的研究 ,提出随着中国有权威领导人

的去世 ,以及中国外交事务的范围的扩大 ,参与决策机构的增多 ,

中国外交决策的最高权威逐渐消失 ,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再由一个

最高领导人决定 ,而是由多个分散的有自己不同利益和观点的权

利机构通过协调制定的。外交政策的制定正在从一个上下的权威

主义 (vertical authoritarianism)变为平衡 ( horizontal authoritarian2

ism)的权威主义。①1997年鲁宁的《中国外交政策决策制定的动力

学》一书中使用一些“内部的”资料和亲身的经历 ,借用一些具体的

外交决策案例系统介绍了中国外交决策的机制和运载过程。鲍大

可在该书的后封面上概括和评论说 ,“这是迄今为止出版的关于中

国外交决策机制和运作过程的最好的一本书。它不仅包括了其他

渠道所不能得到的关于参与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机构组织的大量

信息 ,而且还包括了关键领导人和政府主要成员的许多信息。更

为重要的是该书提供了许多具体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的 ,谁参与

了决策过程 ,哪些因素影响了决策的制定等重要的细节。它是一

本重要的书。”惠廷则认为“对于任何在汉学、中国外交政策 ,比较

外交政策和当代东亚国际关系领域的人 ,它的确是一本必读书 (a

must2read) 。”②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和过程的研究在未来一段时

期内将始终是中国外交的另一个热点 ,如布坎曼在金淳基主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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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Lu Ning , The Dynamics of Chi naπs Foreign Policy (Boulder , Colorado : Westview

Press , 1997) , back , paper cover.

Zhao , Interpreti ng Chi nese Foreign Policy , pp . 78 - 111 ; A A A PSS , pp . 158 - 175.



《世界与中国》的第二、三版中主要分析影响中国外交的国内因素 ,

而在 1998年出版的第四版则转向“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制和过

程。”①这些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,那就是采

取具体案例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外交机制的运作和政策的制定。如

布坎曼运用中国派兵抗美援朝、60年代初期关于“三和一少”的争

论、70年代发展对外贸易和三线建设的决定和 90 年代加入全面

核禁试条约等决定等。而鲁宁则运用了中国抗美援朝、缓和与美

国关系、1984年赵紫阳访美、中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D - F3导弹、

80年代中期邀请美国军舰访问中国等决定 ,以及对 1985 年苏联

飞行员劫持苏联民航班机到中国的处理 ,对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

反应等 ,来研究中国外交决策不同机构的功能和运作。此外对一

些外交史上重大决策 (如中国派兵入朝)的深入研究也可以看出当

时中国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。②这些研究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制

定过程与美国的并没有很大的不同。

四、结　　语

上述研究可以看出 ,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在广度上不断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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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的决策过程 ,由于苏联解体后有许多原苏联的档案公开 ,

针对这一问题有很多的新的研究成果 ,通过这些深入的研究可以较全面地看出中

国这一外交决策的全部过程 ,如 Sergeri Goncharov , John W. Lewis , and Xue Litai ,

U ncertai n Part ners : S tali n , Mao and the Korean W ar (Stanford : Stanford Univer2
sity Press , 1993 ) ; Chen Jian , Chi naπs Road to the Korean W ar ( New York :

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, 1994) . 关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决策可见

Harold 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 , Chi naπs Participation .

Bachman ,“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,”Chi na

and the Worl d , 4th ed.



全方位发展 ,在层次上不断向纵深发展。但是 ,这些研究也提出了

两个困惑。一是 ,因为获得材料困难的原因 ,大部分对中国外交决

策的研究采取的都是信息或影响因素然后是结果 (input2output)

的模式 ,即哪些因素可能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,以及它们和中

国外交行为 (foreign policy behavior)的联系 (co2relation) ,至于如何

影响 ,决定因素和外交政策结果之间有无必然的因果联系 (causal2
relation) ,因涉及具体的政策运作过程 ,除了鲁宁曾身居决策过程

之中提供了较详细信息外 , ①其他学者只能根据分析提出一些可

能的假设。②同时 ,由于在中国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仍然是一个

敏感区 ,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。因此 ,他们所披露的有

关中国外交机构的状况 ,运作过程的信息和研究结果 ,乃至提出的

一些假设正确与否无从评判 ,甚至有点讳莫如深 ,连介绍都有点困

难。③

第二 ,中国外交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对中国外交从总体上研

究和把握变得困难 ,因而便有了从不同层次对中国外交研究的深

入 ,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加深我们对这一层次因素对中国外交影响

的认识 ,但它只强调了影响外交政策的诸多因素中一个。而且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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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一个例子是 ,柯雄等翻译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Ross的《长城与空城计———中

国对安全的寻求》(北京·新华出版社 ,1997年版)被编者认为是“以比较严肃、现实

的态度探讨中国的处境和美中关系现存的问题。”但“为节省篇幅 ,略去了原书中国

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党政军决策程序的第七章。”见该书编后记 , 第 249页。

Bachman , Chi na and the Worl d , 4th ed. , pp46 - 48 ; Eric Hyer ,“Hypothesis on

Chinaπs Boundary Settlement ,”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2
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—Wes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ection , Nov. 5 - 7 ,

1992 , Phoenix , AZ.

《中国外交政策的动力学》一书的封页上介绍鲁宁曾为中国外交部一副部长的助理

(assistant to a vice foreign minister , 据了解应为副部长秘书)。



了突出这一因素的影响 ,有些观点难免有些牵强附会 ,不同的模式

之间也互相冲突。如传统文化如何解释中国外交的调整与变化 ?

受到同样的文化背景影响的一个政府的不同机构的不同人 ,针对

特定的外交政策问题为何 ,又如何有不同主张 ? 而强调文化层次

的研究和官僚政治模式的研究是互相矛盾的。此外还有一个“树

木与森林”的关系问题。如何处理对中国外交不同的侧面与中国

外交总体的关系 ? 国际和国内因素 ,国内因素的不同层次分别在

多大程度上 ,在何种情况下 ,如何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 ? 这既

是外交政策分析理论界所面临的问题 ,也是研究中国外交难以揭

开的困惑。

如金淳基所指出 ,中国的外交政策如此五花八门和如此多的

原则性以至于超出所有的理论框架。①那么将美国外交政策分析

理论运用于中国外交的研究 ,结果如何呢 ? 鲁宁通过对中国外交

的决策实践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 :美国有关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

对中国外交的实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定的性质和重要性 ,不

同的模式 (理论)对一种性质的政策可能能够解释 ,因而具有实用

性 ;而对另一种性质的外交政策可能是不实用的 ,需用另外的理论

或模式来解释。因此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政策 ,只能解

释其中一点 ,而不是全部。此外 ,决策是一个动态过程 ,而不同的

理论模式像一个个移动图片 ,只能抓住这一过程的部分 ,而不能解

释整个过程。②惠廷根据自己在国务院工作的经历 ,用国际关系理

论预测中国外交的四个案例 ,结果是两个预测与中国外交行为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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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Lu Ning , pp . 176 - 180.

Kim ed. , Chi na and the Worl d 3rd ed. , p . 10.



一致的 ,另外两个则是错误的。①这说明将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运

用于对中国外交的研究 ,并不是完全适用 ,但也绝非没用。不同的

理论模式在不同的时期 ,针对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是实用的。外

交政策分析理论的发展和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趋向是一致的。因

而两者之间的结合也是可能的。这一点是美国对中国外交研究中

的一个共同点 ,也是众多学者所一致同意的。它将是美国研究中

国外交的发展趋势。

针对第二个困惑 ,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一些主张 ,虽然并不能完

全解决这个问题。惠廷根据他利用理论对中国外交预测的结果 ,

建议采取国际关系理论和地区研究结合的方式来预测和解释中国

的外交政策。赵全胜在对中国外交进行宏观和微观结合的研究后

提出 ,由于决定和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都是互相联系的 ,因此需要

采取“联系的方法考察和掌握中国外交政策的内部机制的运

作。”②沈大伟在展望中国外交未来研究的前景时也提出采取一个

跨学科的方法。③这些主张都与外交政策分析领域提出的该领域

未来的发展方向———由一般国际关系理论学者 (actor2general the2
orist)和具体理论学者 (actor2specific theorist)或地区专家 (area or

country specilist)相结合的方式建立跨学科的中程理论 (interdisci2
pliary middle range theory) ,强调决策因时因地的偶然性 (contin2
gency)和特殊性 (contextuality) ,以及强调各种因素一并考虑的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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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性 (integrit y)等是不谋而合的。①也许这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

的要求和趋势。

最后 ,从了解西方对中国外交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,我们可以得

到一点启示。那就是西方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已经不再是仅仅局限

于对外交历史的描述 ,而是利用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从多

角度和多层次对中国外交进行深入的研究 ;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

外交现象的归纳 ,而是发展到对中国外交的决策和影响因素的分

析。即不再仅仅是满足于知其然 ,而且要了解之所以然。从这一

点来说 ,了解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的现状、发展趋势 ,以及

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意义 ,不在于评判哪种理论或模

式实用于中国的实践 ,或评判哪种结果是正确的或错误的 ,而在于

了解这些理论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 ,打开了一扇窗口。我们能

借助同样的方法从更广的范围 ,更多的角度将中国的外交研究深

入化。

张清敏 :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讲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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